
　

知识就是力量:
 

组织学习何以推动
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杨泽斌　 张振洋∗∗

【摘　 要】
 

政策制定过程需要组织学习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在政策执行中是否也需要

进行组织学习? 其何以推动政策有效实施? 为此,本研究搭建“组织学习 知识生产”
的理论框架,对政策执行中地方政府开展组织学习的过程及影响效应展开分析。 本文

以 J 市 B 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为观察案例,发现决策者的权威倡导与政策参与者

的多元互动,助推了组织学习的启动,助力公共组织汲取了大量外部隐性知识。 其后,
借助助推、调适与转换等组织学习机制,公共组织实现了不同类型知识的整合与积淀,
在提升执行主体认知水平与执行能力的同时推动政策顺利落地。 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学界

对公共政策过程中组织学习的讨论,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组织学习模式的类型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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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与各类风险的叠加,错综复杂的棘手问题愈发给治理

工作带来持续性挑战。 相应地,为有效应对并化解这类问题,公共组织需要对不同

种类知识进行提取、内化与应用,并结合实际调适、更新政策文本,从而推动政策意

图向治理效能的充分转化(满小欧等,2025) 。 实践中,以成立工作专班、组织集中

∗

∗∗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特大城市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化供给能力提升研究”
 

(项目批准号:
21CZZ024)的资助。 本文的早期版本曾在 2024 年华中师范大学第五届“理解中国公共政策”工作坊宣

读,感谢冷向明、满小欧、余成龙等与会专家的宝贵点评意见。 文责自负。
杨泽斌,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yangzb2020@ 163. com;张振洋(通信作者),上海师范大

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zhangzhenyang07@ shnu. edu. cn。
引文格式:

  

杨泽斌,张振洋.
 

2026.
 

知识就是力量:组织学习何以推动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 J] .
 

公共管理评

论,8(2):88-108.
Cite

 

this
 

article:
 

Yang
 

Z
 

B,
 

Zhang
 

Z
 

Y.
 

2026.
 

Knowledge
 

as
 

power: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driving
 

effective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J] .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2):
 

88-108.
  

(in
 

Chinese)



知识就是力量:组织学习何以推动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89　　　

轮训、开展集体研讨、进行实地调研为代表的政府自发行为,广泛出现在环境污染

综合治理、公共卫生危机处置、老旧社区群体性矛盾化解,以及征地与城市更新等

治理场景中,为有效传递决策者施政意图、推动政策再设计与创造性执行提供助

力。 深入分析这些实践可发现,其共性在于通过构建适配的组织机制,有效推动

组织学习和知识嵌入。 这些在公共政策不同阶段开展的组织学习行为,不仅在实

务界方兴未艾,也在学术界引发广泛关注,构成理解“中国之治”优势机理的重要

视角。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公共组织常陷入“知识不完备”的困境之中(王礼鑫,2018)。

尽管通过信息机制,组织的信息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扩充,但由于知识具有信息

难以具备的功能性和行动导向性,单纯依靠信息机制只能传递尚未完成抽象与情境

转化的信息,无法充分满足公共组织在策略优化、行动指导、问题解决等方面的需求

(黄璜,2018)。 为此,政策过程需要通过组织学习获取、汇集不同种类知识,进而实

现制度的正向变迁(向玉琼和冯钰婷,2023)。
既有关于政策过程的组织学习研究主要将组织决策能力的提升看作学习实践

开展的结果(杨宏山和李悟,2023)。 而经决策确定的政策方案最终需通过执行实现

绩效(杨志和魏姝,2020)。 人们在政策执行环节面对的是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跨
层次的制度安排与技术性问题。 秉持“知识应服务于问题解决”的实用主义哲学,通
过调用地方性知识、模仿“成功”案例、选取适配的行动策略、调整并优化政策方案等

方式,执行者得以有效完成政策任务。 这种突破知识掣肘,在执行中实现对政策与

治理环境复杂性的塑造与适应也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学习形式。 然而,现有文献主要

着墨于政策执行中组织学习现象的描摹,并未对其学习过程与内在机制形成具有解

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
开展组织学习推动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相关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政策过程理

论的探讨,打开地方政府在执行阶段开展学习实践的“黑箱”,也能为执行者创新、学
习和应用新知识提供启示,提升政策治理效能。 为此,本研究将借鉴组织学习理论

与知识生产理论,搭建政策执行视域下“组织学习 知识生产”的分析框架,以 J 市 B
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政策的实践过程为例,在深入剖析政策执行中组织学习的

特征与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回答研究问题。

二、
 

文献回顾
 

政策执行是将政策愿景转变为政策现实的中介环节。 既有文献关注政策执行

合意成效如何实现,较有代表性的解释包括“治理情境视角” “行动者视角”与“资源

视角”。 具体而言,这些研究主要从政策特征、地方情境,行动主体的社会关系、利益

诉求,以及制度、人力、场景资源等因素出发,凸显其对政策执行结果的影响。 然而,
政策执行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执行部门的学习能力,并受其知识及结构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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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杨宏山,2016)。 因而,以上分析视角相对忽视了组织学习行动的介入作用,也难

以解释执行者如何通过知识学习实现政策绩效提升的内在逻辑。
所谓组织学习,是指组织通过不断努力,以改变或重新设计组织自身等方式,实

现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陈国权,2001)。 与政策学习不同,组织学习更强调

知识的迁移性与学习的持续性,以及组织自身能力的提升。 目前,学界对政策执行

的组织学习进行了差异化的理论建构,形成“权威调控”与“政社互动”两种研究取

向。 权威调控论认为组织学习受政治权威的影响较显著,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组织

学习的过程与成效有最终决定权(杨宏山和李娉,2019),即组织学习既缘于权威部

门通过选树典型形成的对执行者学习的促进和挤压,又依靠上级政府赋予下级政府

的自主权力与可选择性空间(文宏和李风山,2022)。 这是党政统合的权威通过纵向

推动分散力量整合,促成执行单位的联合学习(李瑞昌和唐雲,2024)。 此外,权威介

入也能从横向维度扩大学习网络,促进政策体系集成。 从结果看,上级政府的关注

度越高,下级政府开展组织学习的推进速度越快(李娉和杨宏山,2022b)。 然而,自
上而下的调控过程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出于成本与效益考量采取象征性学习的方式

应对,甚至消解上级政府的强制性学习权威(文宏和李风山,2022)。 与前者不同,政
社互动论认为组织学习是基于组织自身需求开展的自发行为。 研究发现,组织学习

的生成情境是基层政府陷入治理压力与治理能力的非均衡状态(黄六招,2021)。 一

旦执行者无法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多重治理任务,就需吸纳多主体共同参与,在
交流、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形成政策方案(赵远跃,2024)。 其中,焦点事件的发生构成

组织学习的契机(Michaels
 

et
 

al.,2006),而政策企业家则充当推动学习活动开展的

中介(黄六招,2021),为政策执行过程提供方法支持(Ricco
 

and
 

Schultz,2019)。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增进了学界对政策执行中组织学习的认知,不过也存在可

拓展的空间。 一方面,权威调控论主张执行阶段的组织学习主要受政治权威的影

响,缺少对执行者与外部环境间不同知识的互动观察。 同时,尽管政社互动论强调

多主体在学习中的互动,却弱化了组织学习的前提———有效的制度主导与设计。 质

言之,既有研究尚缺乏整合性分析框架,难以通过整体性视角对政策执行的组织学

习实践进行全面把握。 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多关注政策执行阶段组织学习的发起及

其开展的关键要素,而较少关注其结果。 换言之,组织学习何以有效推动公共政策

的执行仍需进一步探讨。
知识是组织学习的关键内容和结果,更具可观测性,知识生产构成组织学习研

究的关键视角(李娉和杨宏山,2022a)。 要理解政策执行中组织学习的过程与成效,
必须厘清不同学习阶段对应的知识生产机制,以提炼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实现

对既有研究的拓展与补充。

三、
 

政策执行的“组织学习 知识生产”分析框架

组织学习是将知识由知识源向知识受体转移的过程( Szulanski,2000)。 如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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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知识能够帮助人们从更深层机理理解组织学习过程,本文由此借鉴知识生产理

论构建分析框架。 在知识生产的既有理论中,知识转化螺旋模型(SECI)是极具影响

力的组织学习知识生产模型(钱蕾和何艳玲,2024)。 该模型认为,组织学习是通过

知识社会化、外部化、整合化及内部化的方式,实现显性、隐性知识之间的相互转化

的过程①。 基于此,本文将知识生产作为剖析政策执行中组织学习过程的研究视角,
旨在厘清组织学习网络,进而构建分析框架。

(一)
 

政策执行的组织学习网络

1.
 

组织学习的行动主体

　 　 为从整体上厘清政策执行的组织学习过程,有必要首先明确参与组织学习的行

动主体,同时对组织学习所涉及的知识进行类型学划分。
既有研究认为,组织学习的主体是组织自身,而非个人或团队学习的总和(杨智

等,2004)。 根据政策执行过程中参与者的角色与功能差异,组织学习的行动主体可

分为决策者、执行者、政策专家与利益相关者四类。 其中,决策者是政策执行目标的

制定者,对执行目标与效果的适配性具有决策权。 执行者是组织学习的主要承担

者,响应决策者的学习信号,以学习活动提升政策认知水平与政策执行能力(阎波和

吴建南,2018)。 政策专家与利益相关者是组织学习活动开展的外部力量,前者的参

与可积极影响决策者与执行者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话语内容( Zhu,2013);后者

对执行结果的切身感受可反映政策执行的现实问题,助力提升政策的兼容性。 组织

学习的多元行动者在执行过程中既增强了共同信念,又助推了不同种类知识的传

播,实现了四种主体间组织学习的观念与思维共享。
2.

 

组织学习的知识需求

政策执行中的组织学习需要运用知识提升政策执行的可行性、有效性,并实现

政府治理的包容性。 换言之,组织学习过程的知识需求即为多元行动主体对不同种

类知识的需求。 作为政府实现治理目的的手段,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组织学习至少需

吸纳制度性知识、技术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
知识需求一方面源于政策实施过程中执行者面临的“有限理性”制约;另一方

面,官僚系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可实现对不同种类知识的吸收、转化、弱化与异化,
即具备知识应用能力(林雪霏,2015)。 具体而言,制度性知识是各级、各类政府机构

在日常管理实践过程中所生成、累积的有关公共事务或公共管理的知识,涉及“官僚

主观认知”(韩志明,2018)。 技术性知识是政策过程中向技术专家寻求帮助并获得

的专业性“意见”,可增强决策合法性,为政策执行提供权威参考。 地方性知识是具

有显著区域化特征的政治、经济、地理、人文等特殊信息(吉尔兹,2004),启发执行者

尊重地方性因素,缓解政策抽象性与环境复杂性间的矛盾。

① SECI 模型认为:显性知识主要通过正式或系统的语言表达,可依靠文本化方式存储和传输;隐性知识

主要以根植于理念、价值观等可在观察或交流中加以概括的高度个性化知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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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组织学习的知识生产过程

组织学习的知识生产就是隐性知识不断向显性知识转化及新的显性知识持续

生成的过程(Nonaka,1994)。 SECI 模型聚焦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为本研究剖析政

策执行中的组织学习过程提供了逻辑思路。 然而,知识生产不能囿于某一个环节或

阶段,而是循环往复的过程,应打破既定程序与流程进行灵活构型。 由此,本研究借

鉴 SECI 模型的四种知识转化方式,将执行过程的组织学习划分为知识转化、知识整

合与知识内化阶段,认为其构成执行者从知识生产到组织学习的基本路径,符合组

织学习的一般性特征①。
1.

 

知识转化阶段

知识转化是执行者开展组织学习的首要环节,有助于组织汲取、整合内外部现

存的知识,为新知识生产创造条件。 知识转化常发生于特定情境,知识需通过既定

合作模式转移至组织之中(Teece,2000)。 如图 1 所示,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是知

识受体通过实地调研学习、民意征集、专家论证等外部化方式将技术性知识与地方

性知识提取概化的过程,其为组织获取大量隐性知识创造机遇,也营造了有利于知

识转化的环境。 随着知识输送渠道的搭建,学习者摄取外部知识的同时又向组织内

部扩散新知识,丰富了组织的知识资源。 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是制度性知识被执

行者内部化的过程,常体现在地方政府以考察、调研等方式开展的府际学习活动上。
府际网络的互动既有利于政策知识的传播,也有助于深化官僚组织的认知(杨宏山

和李娉,2019)。 一旦这些知识被学习者内部化,将影响未来政策执行的过程、机制

与结果(Schofield,2001)。 隐性知识间的互动,是知识受体通过人际沟通、参与式体

验,以及以现场观摩为特征的考察学习活动从知识源获取制度性知识,通过内嵌知

识的个体转移实现知识转移双方的“共同在场与互动” (余光胜等,2006),是制度性

知识社会化的过程。
官僚组织从其他知识源汲取的制度性知识经内部化和社会化后,形成隐性知

识,即解决问题的理念、价值、思维方式与选择偏好。 这些知识极大地丰富了内部知

识源的数量,完善了其结构,为组织学习接续阶段不同种类知识间的整合奠定基础。
然而,这些隐性知识往往储存在执行者的脑海中,难以用语言文字精确表述。 知识

共享需以隐性知识显性化为基础(杨淑琼和沈治宏,2006)。 因此,知识转化阶段同

样需将这些知识外部化,在实践中表现为执行者将“学习取经”“操作培训”等活动中

收获的知识转化为书面形式的参考材料。
2.

 

知识整合阶段

政策知识的转化需要不同种类知识的融合。 当经外部化的技术性、地方性与制

度性知识均显性化后,组织学习实际上便是将分散的知识相互沟通,形成共同知识

① 本文沿用 SECI 模型中四种知识转化方式的命名,因为从知识属性看,它们都属于知识显性、隐性间的

互动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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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组织学习的知识生产过程

或共识。 这一过程是官僚组织对既有碎片化的显性制度性知识与外部化后的其他

知识进行系统整合,其往往发生在官僚组织结合既有执行经验,通过优化政策流程、
组织开展党政联席会议明确工作要求、向上级请示划清政策执行边界等过程中。 进

言之,由政策实践积累的经验往往是碎片化的,这种碎片化知识需决策者与执行者

展开持续的知识互动,通过“摸石头”积累经验、形成习惯性规则,在产生一定积累时

制定正式规制(王锡锌和章永乐,2003)。
整体上看,知识整合阶段将不同的显性知识予以系统性整合。 这些知识产生的

叠加效应,发生在成立领导小组、召开工作部署会之时,而会议纪要、批示等政策文

件的形成是知识整合叠加的具体体现。
3.

 

知识内化阶段

如果说知识整合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显性知识的学习与转移,那么知识的实践与

内化则是将显性知识隐性化(向玉琼,2012)。 知识内化阶段意味着知识由外部输入

转变为组织内部的正式加工。 随着新知识在政治系统的扩散,过往形成的与新政策

相悖的旧习惯被逐步摒弃,新政策的理念、技术与结构也深嵌于系统之中。 可见,组
织学习的知识内化已构成政策接续发展的重要知识储备。

政策执行依赖于执行者对政策的理解,而政策知识的掌握与理解是政策应用的

前提。 组织学习的内部化过程是将完成整合的显性知识转化为执行者的内在认知,
是执行者通过自我学习、领悟,将以语言文字、图表等清晰呈现的政策方案、规制等

显性政策知识转化为其自身秉持的理念、价值观,并融入具体执行活动的过程。
完成内部化的知识存在两种接续发展路径。 其一,当执行者的内在认知需要被

调整、修正或规模化时,就需进行知识外化,即依据执行者的知识运用能力,推动其

结合治理情境的变化,不断将隐性知识转化为适应外部环境所需的新知识。 此类知

识以显性形式呈现,是一种政策知识的再生产,在本质上实现了新知识的创造、增值

与利用(魏淑艳和郑美玲,2022)。 其二,当执行者处于鼓励知识所有者向他人分享

知识的场域中,便可通过知识社会化的形式,将个体所拥有的隐性知识持续共享、循
环传递,转化为组织层次的隐性知识。 知识社会化并非意味着隐性知识的复制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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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价值、意识形态等的异化,而是新政策环境下政策文化与隐性知识的融合,有助于

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向玉琼,2012)。 可见,知识内化阶段通过内部化实现知识由显

性到隐性的转变,又借助外部化与社会化积累并创造了新的制度性知识。
知识转化与知识内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强调从其他知识源获取知识,而

后者则侧重整合本组织的内部知识资源。 就制度性知识而言,其在知识整合阶段既

积蓄了显性知识,又在知识内化阶段实现显性与隐性知识的相互补充。 质言之,执
行者在政策执行中通过知识转化、知识整合与知识内化三个阶段的循环往复实现了

知识生产,构成了组织学习的发展过程。

四、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探究政策执行中的组织学习实践,原因在于单案例可以

纵向展现某一现象随时间变化发生的改变,较适合理论建构与因果机制演化过程的

呈现(Yin,2009)。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个案的深描可完整展现政策执行中知识由

知识源向知识受体转移的过程,进而较为全面、深入地阐释组织学习过程。 由此,本
文拟采用个案研究法展开历时性分析,从而有效识别执行中的组织学习与知识互动

现象,最终通过对因果机制的分析与检验揭示政策执行中的组织学习过程及其结果。

(二)
 

案例选择

本研究的案例主要源于我国东部某特大城市 J 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 B 项

目。 笔者于 2020 年至 2021 年间进入 J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 B 项目所在的 D 街

道开展田野调查,并在 2022 年至 2023 年间进行了多次回访。 田野调查期间,笔者共

参与 B 项目调度会 5 次,专家论证会 1 次,预评估机构选定大会 2 次,多次协助项目

工作人员摸排被征收群众的意见,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①等方式收获了大量一手、
二手资料。 这些资料包含重要会议的记录、政策文件、新闻报道、政府机构间的来往

函件等,多方信息的相互补充能够实现信息的三角互证,有助于还原事件始末。
选择 B 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案例,既基于前述进入田野的可能性与资料获

取的可行性,又出于研究设计的考量。 一是案例典型性。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是一

个复杂的政策执行过程,涉及多方利益的专业化评估与博弈,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进
而加剧地方政府承担的社会风险。 在执行阶段,为形成解决问题的满意方案,执行

者会开展大量组织学习行为,构成开展组织学习的典型过程。 二是理论契合度。 房

屋征收工作的稳步推进有赖于执行者对政策内容与政策措施的不断细化与完善,这

① 本文访谈资料的编码规则为“人名拼音缩写 年月日”。 按照学术惯例,本文涉及的人名、地名均采用

化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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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中发生了大量的知识生产、整合与转化行为。 考察执行阶段不同类型知识由

知识源向知识受体转移的过程,可深入解析执行者开展组织学习的过程与发生机

制。 其中,府际学习、观摩考察、联席会议、民意摸排、专家论证等工作场景是组织学

习推进的天然载体,为考察其实践过程与效果提供了切入点。 需指出的是,B 项目是

J 市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展“中优”战略首个落地启动的项目,承担着老旧城区城市更

新“先行先试”的重要使命,能够全面展示执行者开展组织学习的所有关键要素,为
本研究提供了绝佳的观察样本。

(三)
 

案例概况

B 项目所在的 D 街道位于 J 市中心城区 S 区,常住人口 1. 62 万人,辖区内分布

着大量 20 世纪 70—80 年代建造的老旧公房。 2016 年,B 号地块被列为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项目,涉及征收建筑面积 1. 95 万平方米。 2017 年 3 月,上级党委政府在 D
街道设立片区项目指挥部,保障 B 项目快速推进。 2020 年 3 月,B 项目进入征收冻

结环节;2021 年 1 月,B 项目被下达征收决定,并于同年 2 月启动征收签约工作,至
11 月基本完成土地收储工作。

田野调查结果显示,B 项目的征收工作涉及四类主体。 一是决策者,其中 S 区人

民政府为 B 项目征收主体,J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旧城改造项目认定等决策性

工作。 二是执行者,片区项目指挥部与 S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基本情况调查、组
织专家论证、《征收补偿方案》修订等工作;D 街道负责协助推进 B 项目各项事宜。
三是政策支撑主体,包括设计院专家、法律专家,以及项目评估机构等社会组织,为
制定征收补偿方案和测算补偿资金提供专业参考依据。 四是利益相关者,主要涉及

B 项目的被征收对象。 下文将聚焦 B 项目房屋征收实践,通过案例追踪和深描,呈现

政策执行中的组织学习过程。

五、
 

案例呈现:
 

B 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实践的组织学习过程

(一)
 

知识转化:
 

政策执行中的隐性知识提取

　 　 作为组织学习开展的首要环节,知识转化阶段有助于执行者汲取、整合组织内

外部现存的知识,为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化解知识不完备困境创造条件。 随着法

律话语普及与互联网的兴起,地方政府在“新棚改运动”中面临的被征收对象居住环

境恶化、经济水平有限,且掌握较为丰富的维权知识、拥有便捷的互联网资源,稍有

不慎便可能引发社会舆情。 在此背景下,为优化问题解决方案,推进房屋征收工作,
B 项目的执行者通过多种方式开展组织学习。

首先,执行者通过府际学习、观摩学习等形式汲取隐性的制度性知识,希望提炼

更具实用价值的工作经验与方法并加以应用。 例如,在征收工作启动前,片区项目

指挥部联合 D 街道先后派出学习小组,重点考察 F 街道对某钢铁厂开展拆迁工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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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二十四句一线拆迁工作法”,提炼出 B 项目“十步六公开”的征收方法。 又如,
为筹备征收工作,D 街道曾多次联络房屋征收服务中心等条线部门,对其工作人员开

展专题培训。①

其次,执行者以组织专家论证会、项目调度会等集体会议形式吸纳隐性技术性

知识,从而形成更具专业性的房屋征收政策。 例如,在征收工作启动前,S 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围绕 B 项目周边环境改造方案组织召开多场项目调度会,并邀请省建筑

设计院专家、区商务局、区征收中心等相关人员参会。 又如,在 B 项目推进过程中,
部分被征收对象对自行协商选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地价估值存在争议,B 项目指

挥部与 D 街道在请示上级政府后,围绕地价估值方案组织开展了专家论证,并根据

论证结果调整了征收价格划定标准。 “如果你对价格有异议,可以申请通过专家委

员会来论证价格,如果论证会确定需修改价格,我们再对文件进行调整……” ( ST-
2023-02-23)

最后,执行者为挖掘隐性地方性知识,广泛摸排被征收群众的意见,有效推动了

政策执行具体落实方案的拟定与完善。 B 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执行者对被征收对

象具体情况的多次考察与细致摸排。 具体而言,执行者一方面以电话联络、逐户走

访等形式摸清征收对象的“底细”,形成“一户一档”;另一方面,执行者在多次摸排的

基础上,制定了专门的“做工作”方案。 这些方案主要用以解决被征收对象拒不腾退

房屋,以及因复杂的家庭关系而难以确定继承权归属等征收现实中的棘手问题。

(二)
 

知识整合:
 

政策执行中的共识性知识形成

相较于知识转化,知识整合对组织学习更为关键,因为后者统合了碎片化的显

性知识,更有助于制度性知识的持续积累。 实践中,当制度性知识、技术性知识与地

方性知识都以显性形式呈现后,B 项目指挥部便开始着手推动将分散的知识凝聚成

共识,其手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推动区级条线部门形成更具指导性、规范性与可操作性的政策文件。 一方

面,上述条线部门存在快速推进征收项目的现实需求,然而相对缺乏技术性知识(如

法律业务知识)、地方性知识(如征收地块的“地价”),导致执行停滞问题难以短期内

被消解。 另一方面,一线工作者缺乏更具系统性的文件指引,其在房屋征收中存在

流程错误等“不规范”行为,易与被征收对象产生矛盾。 在这些需求的推动下,随着

更多政策知识以显性形式呈现,制度性知识便可能通过政策文件的形式得到补充。
2021 年 6 月,S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多次组织专家论证与集体讨论后,经市级主管

部门审核,在区级层面形成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操指南》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政策法规汇编》两套内部材料,为 B 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遵循与执行范例。

① 据田野调查收集的资料,专题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为测绘人员现场讲解房屋征收工作线上操作

平台的基本框架与功能,并演示其具体使用的流程方法;二是结合具体案例,为业务骨干讲解地上物的拆迁补

偿等政策要求,并在现场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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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会议形式明确工作要求,形成会议纪要等文件,并通过向上汇报明确执

行边界,进而实现对政策细则的补充。 在 B 项目的推进过程中,以会议形式推动项

目进展是较为常见的选择。 究其原因,尽管条线部门可以抛开街道、第三方机构独

立完成征收,但易因缺乏地方性与技术性知识而陷入被动。 相反,会议可汇聚各行

动主体,以会上交流等方式实现知识统合,最终形成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 “如果说

是碰到什么情况的话,一般就是所有相关成员单位组织会议,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在

会上讨论,然后出会议纪要。” (LJ-2023-02-23)当然,若执行者内部就某项问题无法

达成共识,可采用向上汇报的方式,等待上级政府关于该问题的答复。 例如,B 项目

地下室补偿问题经街道多次协调未果,在向 J 市城市更新局反馈情况后,收到了明确

的意见指示。

(三)
 

知识内化:
 

政策执行中公共组织的内部知识积蓄

相较于知识转化与知识整合,知识内化更强调深化执行主体的内在认知,表现

为执行者不断将其接收的显性制度性知识转化为自身内化的政策理念与价值观,最
终作用于政策的执行过程。 例如,D 街道曾以房屋拆迁的形式成功推进了一项城市

更新工程,然而 J 市近年来调整了城市更新理念与政策内容,由以往“大拆大建”转

向“保留老城风貌”,执行者的工作方式也因此需由房屋拆迁转向征收。 这一过程

中,执行者参与了大量的政策宣讲、政策法律知识培训等学习活动,逐渐改变了过往

对征地行为的认知。 “以前政策有弹性,可以适当放宽……现在我们每走一步都按

程序来,没人再敢越雷池一步。”(LJ-2022-07-16)由此,一旦执行者完成知识积蓄、储
存与消化后,便可能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提升整个科层组织的知识水平。

首先,执行者会将自身学习、掌握的隐性知识应用于执行过程,形成新的执行经

验与方法。 B 项目的执行者在对被征收对象做工作时可谓“软硬兼施”。 一方面,他
们充分运用了制度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展开情理感化,“ ……很多人在社区这长期

居住,毕竟和社区有感情啊……慢慢儿(说服)感化他们” ( YXH-2022-07-17)。 另一

方面,他们整合了制度性与技术性知识,提升了沟通科学性,“ ……通过‘摆事实、讲
道理、告知依据、走法律、讲法条’给你看看吧,通过这个来给你做工作,让你满意”
(TY-2022-07-17)。 其次,执行者会向其他政策执行主体分享隐性知识,实现组织层

面的知识积累。 如前所述,B 项目推进的重要工作安排往往在征收调度会上形成,一
线工作人员得以围绕实际问题集思广益,总结交流工作方法和实践经验。 同时,调
度会也可及时掌握征收工作的整体进度,有助于执行者研究部署后续工作,使执行者

最终学习、掌握更具操作性的征收方法与技巧,实现了组织内部整体知识水平的提升。
由此可见,B 项目的执行者通过开展组织学习实践活动,将调研考察、府际学习、

专家论证等现场汲取的大量隐性知识以知识转化的方式完成政策知识的显性化,随
后凭借工作会议等凝成共识,形成书面化的政策文件与相关材料,最终通过政策执

行中的知识应用与扩散实现公共组织的内部知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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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政策执行中组织学习的机制识别

政策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执行主体与实践共同体建立有效学习途径并持续运用

不同种类的知识。 结合 B 项目房屋征收过程可发现,政策执行中的组织学习并非单

一机制的产物,而是多种机制协同作用的结果。 如图 2 所示,执行者正是通过广泛组

织开展学习实践,以知识生产为主要方式扩充组织知识源,从而满足其对制度性、技
术性与地方性知识的需求。 随着公共组织内部知识的不断积淀,执行者的整体知识

水平与执行能力得以提升,推动了公共政策的高效执行。

图 2　 政策执行中的组织学习过程

(一)
 

学习行动的助推机制

组织学习的首要问题是为何学习,即组织学习的动力源。 如前所述,公共组织

常面临“知识不完备”困境。 所谓“知识不完备”,一方面是政策问题的复杂性与棘手

程度导致解决问题所需知识超出行动者自身的知识范畴;另一方面,解决问题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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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可能已存在,但由于其分散、隐蔽等原因未被搜寻到,所以无法加以利用。 上述两

种情形,分别对行动者知识的发现、检索、协调等能力提出了要求(王礼鑫和莫勇波,
2017)。 进一步而言,公共组织之所以需要开展组织学习,是因其遭遇的公共问题或

集体困惑对其自身提出了追求更加完备知识的需求。 从近年来全国各地开展的国

有土地房屋征收实践看,地方政府面对利益群体的各类诉求与大量历史遗留问题,
精准把握政策刚性与灵活性的执行尺度尤为关键。 然而,执行主体往往受限于信息

不完备与“底数不清”的客观事实,发起一系列学习行动便成为政策意图转化成治理

效能的必需。 本案例中,B 项目肩负着“先行先试”的重要使命,但在项目推进前,既
有政策方案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确定性与清晰性,因此,开展组织学习行动以增补知

识、提升政策方案的理性程度便显得尤为必要。
那么,政策执行过程中开展的组织学习何以有效推进? 总体而言,这些行动离

不开决策者的权威倡导与多元主体间的持续互动。 其中,权威倡导下的组织学习是

借助决策者的权威优势与信息优势,通过调整组织架构、提供政策信息等手段将日

常管理实践过程中所生成、累积的公共事务或公共管理知识渗透于具体的政策规制

或标准中,从而降低政策话语的模糊性,推动执行者在有限时间内遵循决策者的政

策路径设计,有效规避政策执行偏差,缓释地方政府直接面临的群体性事件等潜在

社会风险。 从房屋征收实践看,由于 B 项目地处 J 市核心城区,临近省政府驻地,对
地方政府而言,任何细微疏漏都意味着政治风险。 执行者面对政治压力需尽快完成

上级政府政策安排的同时,也要时刻防范潜在社会风险转化为现实隐患。 在此背景

下,为保障房屋征收工作平稳快速推进,作为 B 项目指挥长的 S 区政协主席,自项目

立项之初便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尽快落实人员到位”,以及项目开展要“充分策

划规划”。 从结果来看,决策者主导的决策控制单元与行动执行单元的深度整合更

加有效地实现了政策知识共享,达成了有限时间内不同种类知识源的快速扩充,有
助于后续《S 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等多项政策文件的修订完善。

此外,组织学习实践的发起也有赖于多元主体间的持续互动。 从 B 项目推进过

程看,尽管政策执行者通过一系列规范的行政程序为后续与被征收对象的谈判预留

了空间,但被征收对象围绕个体利益最大化形成的博弈策略仍增加了政策有效实施

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主体利用其贴近社会实际的优势,以
知识外部化搭建知识输送渠道,将技术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提炼概化,并通过特定

空间载体产生知识叠加效应,助推公共组织内部的知识源扩充。 事实上,正是由于

项目指挥部在地块冻结周期内多次同专业社会组织开展合作,吸纳技术专家的合理

化建议,并通过广泛征集群众意见、系统梳理汇总被征收对象的核心关切,B 项目才

得以在短期内顺利完成土地收储工作,为最终形成更具专业性、操作性的房屋征收

工作流程方案与清偿标准奠定基础。

(二)
 

学习过程的调适机制

政策执行中的组织学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多元主体基于不同任务情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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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习方式进行调适,从而实现多种知识的整合与积淀。 公共组织之所以需要调适其

学习过程,是因为其并非简单的“机械模型”,而是处于开放系统中的“有机”结构(田
凯,2020)。 实际上,在知识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执行主体借助学习过程的调适机制,
在优化学习策略、搭建学习载体等方面均精准回应了不同时期政策执行任务的需要。

在知识转化阶段,执行者首先需精准聚焦政策问题,并为政策方案的理性扩充

做准备,因此需汲取、整合内外部知识,创造学习成果的生产条件。 此时,执行者将

高频次开展对外学习行动作为首选策略,实现组织内部知识容量的扩充。 相应地,
这一阶段组织学习的结果是,执行者获得了大量可共享的显性知识。 不过,一旦执

行者的知识储备得到充分扩充,组织学习的目标便不再是继续汲取外部知识,而是

转向如何充分利用这些分散的知识。 此时,他们需要把上级政府的政策要求与自身

的治理情境结合起来,推动已获取的分散知识形成共识,最终实现政策适应性的再生

产。 这一过程多以会议为载体,实现知识要素的集中共享(庞明礼和马璇,2024)。 通

过执行者与决策者的持续知识互动,大量更具指导性、规范性与可操作性的政策文件得

以在知识整合阶段形成,进一步清晰指明执行者未来的行动方向。 事实上,B 项目正是

通过对学习过程的动态调适,才产出了大量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制文件,进而帮助其规避

征地过程中的流程错误等“不规范”行为,有效化解了执行者与被征收对象间的矛盾。
随着新的政策知识在公共组织中持续扩散,相关政策已基本与执行者的治理情境

匹配,并能较清晰地指明政策执行的行动方向。 与之相随的是,科层组织中的旧规制被

打破,新政策的理念、技术与结构正逐步深嵌。 此时,执行者更需深化对上述新知识的

理解,进而提升整体认知水平。 为此,执行者通过知识外部化与社会化等方式,积累科

层组织内部的知识资源,完成组织学习过程的再调适。 本案例中,随着《S 区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实操指南》《S 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政策法规汇编》等新规制的出台,执
行者更倾向于发起组织学习活动以全面掌握征收方法及技巧。 此时,他们不再沿用知

识转化与知识整合阶段的学习策略及实现载体,而是调整或修正了组织学习方式。

(三)
 

学习结果的转换机制

如前所述,执行过程中组织学习的助推与调适机制分别为执行者的学习实践提

供动力支持与方向指引。 那么,作为学习结果的知识是如何帮助执行过程实现良好

成效的? 这需要对学习结果予以转换。
整体上看,政策执行的组织学习结果至少需从两方面进行转换。 一是将组织学

习提炼的分散知识予以整合。 具体而言,学习结果的转换主要通过会议形式创造主

体间多元互动的学习空间,进而化解知识间的对抗性冲突,提升公共政策“知识框

架”体系的完整性。 一直以来,J 市的货币清偿标准按照房屋所处区位新建普通商品

住宅市场价格予以核算。 然而,B 号地块尚无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可供执行者参考,同
时被征收对象对货币清偿价格的高预期多数基于其临近“学区”的优势,造成征收工

作一再停滞。 为化解不同类型知识间的对抗性冲突,B 项目指挥部多次组织党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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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和领导小组会议研讨并明确政策方案,形成会议纪要等文件,用以处理实践

中出现的特殊情况。 这一过程有效整合了“碎片化”的显性知识,实现了公共政策的

渐进调整与迭代更新。
二是将整合后的知识积累融入政府科层体系中。 从知识流动视角看,组织学习

包括内部知识源的互动与传递,这一过程增进了政策执行阶段的知识积累,为组织

学习奠定了基础。 在知识内化阶段,执行者通过学习结果的转换机制实现了将政策

知识转化为自身的政策理念与价值观。 其后,他们通过政策执行实践修正了个体的

独特经验,并以隐性知识的分享与传播创新了政策执行的经验与方法。 由此,学习

结果的转换机制扩充了公共组织内部的知识储备,从整体上提升了公共组织内部的

知识水平。
可见,政策执行阶段的三种组织学习机制虽各有侧重,但均对知识生产意义重

大。 如图 3 所示,学习行动的助推机制在决策者的权威倡导与多元主体的互动关联

　 　

图 3　 政策执行中的组织学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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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持续推动了组织学习活动的开展;学习过程的调适机制旨在满足执行者不同任

务需要,以学习策略和载体的不断调整为政策执行的组织学习过程提供路径保障;
学习结果的转换机制为助力政策执行取得良好成效,通过对分散知识予以整合,进
而积蓄融合,推动公共政策的渐进调整与迭代更新。

七、
 

结论与讨论

组织学习常伴于中国场景下公共政策推进的各个阶段,一直是实务界和理论界

关注的核心议题。 在政策执行阶段,地方政府为实现政策意图向治理效能的充分转

化,开展的组织学习方兴未艾。 不过,既有研究主要着墨于对上述学习现象的描摹,
相对忽视对学习过程的梳理及其内在机制的剖析。 事实上,理解中国公共政策执行

中“知识何以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在于打开治理主体开展组织学习过程的“黑

箱”。 因此,本研究借鉴组织学习理论与知识生产理论,构建了“组织学习 知识生

产”的分析框架,并以 J 市 B 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政策的执行过程为研究案例,
得出三点研究发现。

第一,本研究丰富了对公共政策过程中组织学习的讨论,明确区分了政策执行

中开展组织学习过程的三个循环阶段,即知识转化阶段、知识整合阶段与知识内化

阶段。 其中,组织学习主体是决策者、执行者、政策专家与利益相关者,他们共同开

展了围绕制度性知识、技术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学习活动,推动政策知识实现了

显性与隐性属性的互动转化。
第二,本研究识别了政策执行中组织学习的三种机制,即学习行动的助推机制、

学习过程的调适机制、学习结果的转换机制。 三者相互关联,贯穿于公共政策执行

的全过程,并通过知识生产过程的中介环节拓展了公共组织的知识源,完善了政策

过程的知识框架,实现了公共组织内部知识水平的提升。
第三,政策执行中组织学习的最终结果是推动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具言之,

政策执行主体通过广泛开展府际学习、观摩考察、联席会议、民意摸排、专家论证等

一系列活动,从整体上提升了自身政策知识水平与政策执行能力。 这一过程中,公
共组织的学习实践最终实现了对不同种类知识的综合与收敛,进而推动公共政策的

渐进调整与迭代更新。
组织学习是理解公共政策何以有效推进的重要研究内容。 中国场景中公共组

织学习行动的发起往往由其所在层级的最高权力主体牵头,通过高位推动,激活政

策专家、地方官员、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主体组建学习网络,最终促成政策知识的

生产和再生产。 然而,与政策制定、政策试点、政策扩散等政策过程中的组织学习聚

焦政策创新与迭代(林雪霏,2015,李娉和杨宏山,2022a)不同,政策执行中的组织学

习更侧重于治理效能,即致力于回应不同时期执行任务的需求。 从实践结果看,政
策执行阶段的知识生产为科层组织提供了大量兼具可操作性与情境依赖性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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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识。 同时,组织学习是以知识为载体,在组织内部与组织之间发生知识流动的

过程。 传统观点认为,联邦体制或分散化的权力结构有助于开展组织学习(田凯,
2020)。 然而,中国治理实践显示:高位推动下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等承担知识传播、
流转与生产功能的载体,也有效促成了多元主体的协同愿景与集体行动,保障了组

织学习的良好效果。
尽管本研究构建了考察政策执行过程中组织学习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在一定程

度上揭示了不同种类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但囿于研究素材和理论解释的局

限,文中归纳与识别的组织学习阶段与机制或不能穷尽既有实践场景。 进言之,本
研究更多基于政策在某一地区的推进过程,而政策执行可能存在区域与模式上的差

异,未来研究需深度挖掘并探索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政策执行中的组织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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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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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Effective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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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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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widely
 

acknowledged
 

that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s
 

essential
 

in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as
 

it
 

helps
 

to
 

refine
 

policy
 

design,
 

align
 

stakeholder
 

interests,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policy
 

decisions
 

in
 

response
 

to
 

dynamic
 

governance
 

environments.
 

However,
 

doe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lso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if
 

so,
 

how
 

does
 

it
 

contribute
 

to
 

eff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To
 

address
 

these
 

key
 

question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
 

knowledge
 

creat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drawing
 

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ory
 

with
 

a
 

focus
 

on
 

the
 

dynamic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a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and
 

the
 

multi-stage
 

knowledge
 

production
 

process,
 

to
 

analyze
 

the
 

processes,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impact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onducted
 

by
 

local
 

governments
 

dur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rough
 

an
 

in-depth
 

observational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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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housing
 

expropriation
 

practice
 

on
 

state-owned
 

land
 

in
 

Project
 

B
 

of
 

City
 

J,
 

a
 

pioneering
 

urban
 

renewal
 

project
 

located
 

in
 

the
 

core
 

urban
 

area
 

of
 

a
 

mega
 

city
 

in
 

eastern
 

China,
 

which
 

involves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cluding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echnical
 

experts,
 

assessment
 

institutions,
 

and
 

affected
 

residents
 

and
 

bears
 

the
 

task
 

of
 

exploring
 

replicable
 

experience
 

for
 

old
 

city
 

renovation,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dual
 

drivers,
 

namely
 

authoritative
 

advocacy
 

by
 

decision-makers
 

and
 

multi-stakeholder
 

interactions
 

among
 

policy
 

actors
 

jointly
 

facilitate
 

the
 

initiation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with
 

the
 

former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guidance
 

and
 

resource
 

support
 

to
 

reduce
 

policy
 

ambiguity
 

and
 

the
 

latter
 

facilitating
 

the
 

acquisition
 

of
 

professional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context-
specific

 

local
 

knowledge
 

from
 

external
 

sources.
 

This
 

dual-driven
 

initiation
 

enables
 

public
 

organizations
 

to
 

effectively
 

absorb
 

substantial
 

external
 

tacit
 

knowledge,
 

such
 

as
 

practical
 

working
 

methods
 

from
 

inter-organizational
 

observation,
 

professional
 

valuation
 

insights
 

from
 

expert
 

argumentation
 

meetings,
 

and
 

targeted
 

demands
 

from
 

household
 

surveys
 

of
 

expropriated
 

residents.
 

Subsequently,
 

by
 

employing
 

a
 

three-stag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mechanism
 

of
 

nudging,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where
 

the
 

nudging
 

mechanism
 

fuels
 

learning
 

motivation
 

by
 

addressing
 

the
 

knowledge
 

gap
 

faced
 

by
 

public
 

organizations,
 

the
 

adaptation
 

mechanism
 

adjusts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carriers
 

to
 

match
 

different
 

implementation
 

tasks
 

at
 

various
 

stag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integrates
 

fragmented
 

explicit
 

knowledge
 

into
 

standardized
 

and
 

actionable
 

policy
 

documents,
 

public
 

organizations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and
 

convergence
 

of
 

diverse
 

knowledge,
 

which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cognitive
 

capacities
 

and
 

implementation
 

capabilities
 

of
 

executing
 

entities,
 

resolving
 

conflicts
 

between
 

policy
 

rigidity
 

and
 

implementation
 

flexibility,
 

mitigating
 

potential
 

social
 

risks
 

triggered
 

by
 

interest
 

disputes,
 

and
 

ultimately
 

ensuring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housing
 

expropriation
 

policy
 

as
 

well
 

as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land
 

acquisition
 

and
 

storage
 

within
 

the
 

planned
 

period.
 

The
 

findings
 

enrich
 

academic
 

discussions
 

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public
 

policy
 

processes
 

and
 

future
 

research
 

may
 

focus
 

on
 

the
 

typology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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